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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随着中国抗战文艺研究的全面推进， 美术、 戏剧、 音乐等分支领域不断向纵深探索， 而对“抗战舞蹈”

的讨论明显不足。抗战舞蹈艺术诞生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性全面战争的历史背景下， 孕育在中西、 新旧舞蹈文化的交

流与碰撞中， 其内核深深扎根于爱国主义、 反战意识、 斗争精神与人民主体视角。全面抗战时期， 活跃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的

抗战舞蹈艺术更是中国文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面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 以吴晓邦、 戴爱莲为代表的进步舞蹈家

逐渐走向创作自觉， 完成了抗战舞蹈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 也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实践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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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esearch on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d art， branches such as art， drama， and music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lored in depth， 
but there is a clear lack of discussion on “Anti-Japanese War dance”.  The Anti-Japanese War dance was 
born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a’s national comprehensiv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was nurtured in the exchange and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ld and new dance cultures.  Its core is 
deeply rooted in patriotism， anti war consciousness， struggle spiri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the Anti-Japanese War dance art which was 
active in the rear areas of China w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salvation movement 
in literary and ar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gressive dancers represented by 
Wu Xiaobang and Dai Ailian gradually got creative consciousness， completed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con⁃
stru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dance， and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ance in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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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抗战戏剧” “抗战

美术” “抗战音乐”等概念不断在学界展开讨论， 至
今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抗战文艺研究各分支领域， 
而“抗战舞蹈”的讨论却稍显不足。从文献溯源中

不难发现， “抗战音乐” “抗战歌曲” “抗战美术” 
“抗战文艺” “抗战文学” “抗战戏剧”①等词初见于

1937 年至 1938 年的各大报刊， 这一时间节点正好

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在中国共产党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 将抗战动员宣传作

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各文艺

群体的共识， 各类抗战文艺实践与评论也相继迸

发， “抗战主旨+艺术表现”这一模式引发了二十世

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界在创作意识与艺术风格

上的全面转向， 却唯不见“抗战舞蹈”这一提法。当

时的文艺工作者曾论及其缘由， “因缺乏舞蹈人才

而致使抗战舞蹈尚未能开展起来”［1］。当我们重回

1937 年至 1945 年的中国抗战文艺历史现场会发

现， 抗战舞蹈的创作与表演实践有其清晰的发展脉

络与历史逻辑， 但囿于群体规模不大、 评论反馈不

足， “抗战舞蹈”的历史回响甚弱。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到来之际， 
有必要重新爬梳历史， 拾掇并汇集散落在时空缝隙

中的抗战舞蹈事件、 作品与评论， 找到大后方抗战

舞蹈创作话语的建构逻辑。

1　“抗战舞蹈”意识的萌芽

1. 1　西方交际舞传入中国的“两种声音”

十九世纪中叶，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国

门， 也打开了中西舞蹈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交际

舞的流行便是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交际舞起初

仅在上海等大都市租界内的舞厅里供外侨娱乐。

随着各路达官贵人与外国官员的交好， 纷纷加入各

类交际舞活动以彰显身份， 西方交际舞这一舶来品

逐渐在上海各阶层播散开来。在此期间， 出版了一

批交际舞动作技术讲解、 训练方法及其乐曲伴奏等

书籍， 与教材相匹配的舞蹈学校也随之建立。在舞

厅、 舞校与舞蹈教材的多重作用下， 上海、 广州等

大都市掀起了一股“交际舞浪潮”。

国人对西方交际舞的传入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 中国

的教育不应只强调道德精神， 要想甩掉“东亚病夫”

的帽子， 必须重视体育（亦包含舞蹈）的价值， 并提

出应从西方交际舞中吸收健康向上的成分加以利

用， 在学校的体育教育中予以推广。另一种“声音”

则来自部分进步艺术家， 他们认为交际舞尽管能够

使人消除疲劳、 增进身心健康， 但在国家岌岌可危

之际， 交际舞非但不能提高国人健康水平， 反而削

弱了国人的进取动力， 腐蚀斗志。舞蹈家吴晓邦就

曾多次发文称交际舞不属于舞蹈的范围， 并认为其

在中国是“非艺术反人性”［2］的。从这两种“声音”中

可见， 交际舞的传入确实让国人重新认识了舞蹈的

功能， 也为缺乏身体训练意识的中国旧式教育提供

了一定的启发； 然而一些艺术家也意识到， 在国家

危难、 国土沦丧的紧要关头， 舞蹈的社交健身功能

必然要让位于政治性与民族性的价值导向。

1. 2　苏区红色歌舞中的抗战宣传动员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

索在革命斗争中应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从 1927年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到 1937年全面抗

战爆发时期的舞蹈活动， 被学界称为“红军舞蹈”。人

民抗日剧社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后， 内设组织、 编审、 
舞剧、 总务四科， 较早开始宣扬红军的抗日主张， 还
编创了一些以抗日为主题的舞蹈， 如《陆海空总动员

舞》 《义勇军进行曲》 《打倒日本狗强盗》 《抗日舞》 《松

花江上》 《扩大抗日军》 《统一战线舞》等。1936年， 人
民抗日剧社接周恩来指示， 巧用艺术形式向东北军官

兵宣传红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主张。由此可见， 
苏区的红色歌舞早已开始了抗战舞蹈类型的尝试。

表现形式的战斗性、 内容的政治性、 动作的示意性以

及创作上突出改编与融合的取向［3］， 不但成为彼时红

军舞蹈的特点， 也为后续的根据地抗战舞蹈风格打下

基础， 进而影响到大后方抗战舞蹈从舞蹈家的个体表

达逐步向大众化过渡。同时， 受限于无专业舞蹈工作

者的参与， 早期的抗战舞蹈尝试在艺术形式与内容方

面仍显稚嫩。

①   相关论述参见赵城：《论抗战文学》，《战鼓（成都）》 1937 年第 1 期；易庸：《发展抗战戏剧的批评》，《抗战戏
剧》  1937 年第 3 期；任光：《抗战音乐的杂谈》，《导报（上海）》 1938 年 11 月 23 日第 4 版；丰子恺：《谈抗战歌曲》，《战
地》 1938 年第 4 期；沙雁：《抗战文艺的题材》，《抗战文艺》 1938 年第 8 期；邓时立：《抗战美术宣传讲话》，《自卫月刊》
193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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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进步舞蹈家“以舞救亡”意识的觉醒

1935年 9月， 吴晓邦二度留日归来， 在上海举行

了个人的“第一次作品发表会”， 并将此举作为把现代

舞形式引进中国的首次尝试， 演出作品有《送葬曲》 
《浦江夜曲》 《傀儡》 《吟游诗人》等。吴晓邦在大部分

作品中运用了其在日本高田舞踊研究所学到的浪漫

主义创作手法， 可惜反响平平， “观众的反应很冷淡，

用上海的俏皮话说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4］17。在此

次演出中， 反映当时上海社会苦难氛围、 表达对穷苦

人民同情的《送葬曲》和讽刺、 影射伪满洲国的《傀儡》

却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吴晓邦意识到， 彼时国人需要

的是能够反映真实生活的艺术创作， 舞蹈创作不能再

单纯地追求形式美， 更需回应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对于

家国之痛的强烈情感。

与此同时， 舞蹈家戴爱莲在英国也开始了饱含

反战意识与爱国情怀的舞蹈创作尝试：1935 年， 创
作《进行曲》表现中国游击队员的勇毅； 1936 年， 创
作《垂柳》表现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政权

野蛮出兵侵略下的痛苦悲哀； 1937 年， 创作《警醒》

表现一位年轻的游击队员初次站岗时的心情。戴

爱莲回国后， 多次演出以上舞蹈作品。虽然在英国

时期的创作， 对于当时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的戴爱

莲来说， 只是对中国舞形貌的一种“文化想象”， 但
由于其对抗战主题的准确把握， 仍得到了较好的舆

论反响。以《警醒》为例， 当时刊载的舞评对作品的

表现形式与主旨思想都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这个作品十分具有戏剧性， 先是表现中国人民在

抗战前夕所感到的彷徨、 无措、 恐怖、 苦闷的情绪， 
在燃起抗战的火焰之后， 转为英勇、 果敢、 坚定、 
自信和必胜的感情。整个舞蹈的曲调和动作， 都是

极为短促迅捷的， 对动作力量的把握， 让观众感同

身受， 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5］ 但戴爱莲保持着

艺术家的创作自省， 仍认为自己早期的尝试太注重

西方芭蕾舞和现代舞的技巧与表现， “即使故事、 
音乐、 服装、 舞台都是中国的”， 用现代舞语言表达

中国故事， 也并不能称之为“中国舞蹈”， 并进一步

反思如何修正创作中“错误的方向”［6］。

以吴晓邦与戴爱莲为代表的进步舞蹈家们， 在探

索中国新舞蹈的过程中几经曲折， 一位东渡寻路、 一
位西归寻根， 但他们的创作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以

舞救亡”， 这为大后方抗战舞蹈艺术的创作明晰了方向。

2　人民性与艺术性： 大后方抗战舞蹈创作

的话语建构

全面抗战时期， 我国两支主要的抗战文艺力量

主要集中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②与延安及其它

抗日根据地。茅盾曾在《抗战文艺运动概略》一文

中谈道：“这两支所托的土壤不同， 所呼吸的空气也

不同， 所受的风日雨露霜雪也不同……然而无论如

何， 它们总是同根生的。它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这

就是从属于民族解放的最大目的（抗战）， 从属于当

前最高的政治要求——争取民主。”［7］1181-1195 抗战舞

蹈力量亦是如此。

1937 年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建立

了一批抗日根据地， 如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

抗日根据地、 苏北抗日根据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

等。这些根据地在延续苏区红色歌舞精神的基础

上，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 构成了抗战

文艺的主要发展力量。从形式上看， 抗日根据地的

舞蹈以群舞、 歌舞活报剧居多； 从内容上看， 以直

接表现抗日战斗生活、 直接学习继承红军舞蹈为

主； 舞蹈动作多“选自现实生活里的战斗， 甚至把

战斗生活的日常动作直接搬上演出舞台， 难免粗

糙”［8］68。这也形成了根据地歌舞最显著的艺术风

格——大众化。

“七七事变”后， 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等经

济文化重地相继失守， 沦陷区的大部分艺术家随着

战争的洪流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迁移， 重庆很

快就发展成为战时活跃的文化艺术中心。1940 年， 
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战时首都”。怀着救亡图存

的信念， 一批爱国舞蹈家们开始进行创作与表演探

索， 宣传团结统一、 共同御敌。以吴晓邦、 戴爱莲

为代表的进步舞蹈艺术家辗转到达重庆， 投身于为

抗战服务的舞蹈工作中， 展开了大量抗战舞蹈艺术

的创作和演出， 开办了多次舞蹈专业讲习会。这些

工作对新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

作用。相较于根据地抗战舞蹈的大众化、 组织性与

政治性，大后方抗战舞蹈艺术更呈现出艺术性、 舞
台化与创作主体性的特征。

无论是国人对西方交际舞的再认识、 进步舞蹈

家的民族化创作反思， 抑或是苏区歌舞最早的抗日

舞蹈尝试， 最终都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所带来的文化

②   一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抗战大后方是与战区、沦陷区相对
应的一个概念。参见周勇：《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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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内迁、 人才大规模流动， 将思考、 探索与

争论的焦点聚集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 
这一区域“可以看作当时中国舞蹈艺术活动的中

心”［8］73。该时期， 以吴晓邦、戴爱莲二人为代表所

尝试的中国新舞蹈艺术， 以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为

创作动机， 将各自学习的西洋舞蹈技术和理论融于

中国舞蹈所依存的现实境遇中， 从而孵化出兼具人

民性、 战斗性与艺术性、 审美性的抗战舞蹈。至

此， 不断明晰的“抗战舞蹈”主旨在大后方得以凝

练： 即以民族精神为内核， 通过艺术性、 现实性与

抗争性的表现手法， 反映民众的真实生活、 历经的

疾苦灾难和其斗争的方向， 从而体现战时人民的智

慧、 不屈与顽强的生命力， 最终表达对抗战必胜所

抱有的坚定决心。

2. 1　揭露现实生活

吴晓邦在第一次作品发表会后意识到， 当时的

中国舞蹈已被西洋舞蹈和传统仪轨舞蹈的形式与

技术框住了。1937 年“八一三”事变之后， 吴晓邦加

入抗日救亡演剧四队， 在京沪线上组织群众、 宣传

抗日救亡。此次活动是吴晓邦在思想动机上彻底

转向抗战舞蹈创作与宣传演出的重要拐点③， 并且

在一边创作一边演出中积累了《义勇军进行曲》 《打

杀汉奸》 《大刀舞》 《流亡三部曲》四部抗战舞蹈作

品，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大刀舞》都是直接根

据当时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大刀

进行曲》的歌词内容和旋律改编而成。1940 年， 他
专门撰写《“舞蹈”与“舞踊”》一文对两个名词概念

进行辨析， 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抗战舞蹈创

作理念。他将代表中国古代仪礼的、 西方的以及学

校体育类的舞动形式称之为“舞蹈”， 而“舞踊”（即

“新舞蹈”）则是专指舞蹈中各种人体运动的训练方

法， 特别是舞台上反映现实题材的舞蹈作品。吴晓

邦在文中进一步明确其提出的“舞踊”概念： 其一， 
有着和过去舞蹈截然不同的、 科学的、 合乎自然发

展规律的人体运动训练方法； 其二， 具有独自性和

独立性， 而不是和音乐、 诗歌、 杂文、 小说戏剧等

成为共同载体进行表达； 其三， 必须体现出现实意

义， 要追求艺术的、 人性的、 战斗性的表达。而“新

舞蹈”之“新”， 一是内容之新， “与玩弄形式不问内

容的古典派舞踊对立”［2］， 需反映出民族意识和国

民生活； 二是形式之新， 即“其形式只在它有了现

实的题材作为内容时才获得”［2］， 也就是舞蹈形式

要为现实题材的内容表达所服务。可见吴晓邦是

将舞蹈放置于科学的人体运动规律、 内容与形式的

高度统一、 具有自律性与艺术性的框架中探讨， 其
中对创作题材的现实意义与战斗性表达， 都可以清

晰地看到“新舞蹈”的概念与具有史实记录、 动员宣

传功能的“抗战舞蹈”在这一时期的叠合。吴晓邦

曾在亲自刊印的“新舞踊表演会”节目单说明上直

接指出， “新舞踊不仅是抗战史实的记录者  ，还是

热情的宣传形式”［8］83。可以说抗战时期孵化出的

“新舞蹈”， 其内核就是“抗战舞蹈”。

在此期间， 吴晓邦结合其理论在大后方创作了

一系列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 如舞蹈《血债》的创作

经历就极具现实性。1941 年 6 月 5 日， 由周恩来亲

自策划在重庆举办“吴晓邦、戴爱莲、盛婕——新舞

踊表演会”， 以欢迎戴爱莲回国。但当日重庆突遇

日军飞机轰炸， 造成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隧道

窒息惨案”。在目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后， 吴晓

邦随即运用亲历过重庆大轰炸的作曲家陈田鹤于

1939 年谱写的钢琴曲《血债》④， 充满悲愤地创作并

表演了独舞《血债》， 以舞为笔， 抒发大轰炸幸存者

在断壁残垣的瓦砾中最终找到遇难亲友的悲愤之

情。该作品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新华日报》评

论： “这一节目完全是一种内心心情的表现， 舞出

愁苦、 紧张， 使人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愤惧……使人

振 奋 起 来 ， 去 打 击 疯 狂 的 帝 国 主 义 —— 日 本

强盗。”［9］

2. 2　追求“力”的表达

除了在舞蹈题材上更加注重对抗战现实的关

照， 抗战舞蹈在形式上也开始转向“力”的追求。早

在 1926 年， 当作家郁达夫在上海的俄国领事馆观

看了“莫斯科邓肯舞蹈团”表演的伊莎多拉·邓肯风

格的现代舞后， 对这种具有“赤俄艺术”风格的“新

式舞蹈”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可， 并强调了所观赏到

的舞蹈之“力”与革命性的隐喻关系： “（所见）舞蹈

③   吴晓邦在其自传中谈道：“这个新的环境（流动于京沪线上的演出）像是把我带进了生活的大门。……当我置身于
人民之中，接触到现实的战斗生活后，才看到了塔外（象牙塔）的天地是多么广阔。”  “那时，我看到的是片片焦土，破
碎的山河，在我的周围是受难的同胞，敌人的飞机整天在头上盘旋。……这生活中一切的一切，像巨浪在推涌着我的心潮，
我不能沉默下去，我要用舞蹈向同胞们倾诉，倾诉那中华民族子孙的不屈意志。”参见冯双白、于平主编：《吴晓邦舞蹈文
集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年，第 36 页。

④   《血债》 是我国第一首抗战钢琴艺术作品，也是唯一一首以“重庆大轰炸”为主题的钢琴曲。作品展现了重庆人
民在遭受大轰炸后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悲惨境况。该作品于 1940 年 1 月在《乐风》杂志的第 1 卷第 1 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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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 都带革命的意义， 处处是‘力’的表现。以

后若能常和这一种艺人接近， 我相信自家的作风， 
也会变过。”［10］35 在 1941 年的吴晓邦、 戴爱莲、 盛婕

三人“新舞踊表演会”中， 盛婕的独舞《流亡三部曲》

表现了青年“离家” “流亡” “上战场”的三个场景， 
引起了这样的评论： “前面都舞来十分动人， 从离

家起到流亡的后半部， 情绪依然高涨， 感人尤深， 
三部是英勇、 果敢的挺立起来， 去跑上战场， 从全

剧讲依然是相当成功， 而似乎是少了‘力’的表

演。”［9］同一时间段， 有关戴爱莲的舞评也提出： “我

们今日的生活是斗争向上的。而反映这一时代生

活的艺术， 便也是一种力的表现和力的追求。”［5］

为何当时的观众会如此关注并强调舞蹈表演

中的“力”？  “力”， 既是一种外在动作的强度， 也是

内在情感的强度， 内外统一则达成舞蹈“力”的表

现。符号美学论的代表人物苏珊·朗格曾对舞蹈之

力的内外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她认为“富有表

现力的动作就是表示其（动作发出者）意志的信

号”， 舞蹈的力“不是物理学所指的那个‘力场’， 而
是意志和自由媒介， 是对异己的反抗， 是顽强意志

的主观体验”［11］240。在抗日战争背景下， 对舞蹈之

力的强烈需求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表

达愤怒和抗拒的情感宣泄窗口。尤其是在抗战舞

蹈作品中， 饱受摧残的国人呼唤舞蹈的视觉传达凸

显出强力与活力。抗战舞蹈之“力”作为一种“虚幻

的力”， 与现实革命斗争精神形成了一种艺术化的、 
具身性的视觉隐喻。

为呼应国人对于“力”的渴求， 吴晓邦、戴爱莲

等进步舞蹈家在创作与表演上都加大了对动作力

度、 空间、 幅度、 表情、 构图、 节奏、 质量等具有现

代舞理念与技术的运用， 使抗战舞蹈在形式与内容

的贯通性上日臻成熟。其后， 戴爱莲于 1944 年创

作的《瑶人之鼓》在题材上虽源自少数民族舞蹈形

式， 但通过突出鼓槌敲击鼓面形成的浑厚声响效

果， 用高强度、 快节奏的鼓点和短促迅捷的舞步， 
同样突出“力”的表现， 给观众以激昂而奋进的情感

共振， 进一步扩大了抗战舞蹈的内涵。

2. 3　体现民族精神

在抗战大后方， 戴爱莲于 1942 至 1944 年先后

担任了重庆国立歌剧学校舞蹈系主任、 璧山国立社

会教育学院戏剧系舞蹈教授和育才学校舞蹈组主

任等教职。教学过程中， 戴爱莲意识到想要发展中

国舞蹈， 不能仅采取洋为中用的策略。她随即联合

学生们组建了“中国舞蹈艺术社”（后改名为“中国

民间乐舞研究会”）， 以期研究、 创编中国题材与中

国风格的舞蹈作品［12］。戴爱莲认为中国舞蹈应滋

生于各民族舞蹈之中。为了研究“纯粹”的中国舞

蹈， 她对任何类似舞蹈的动作姿态都高度关注， 如
“歌剧里面的剧舞” “北方民间的跳秧歌” “滚龙灯” 
“舞狮子” “西康藏族的土风舞”， 甚至“和尚道士为

丧家超度做法的道场”都是她的创作素材［13］。通过

叶浅予的《对新舞踊的希望》一文， 可从侧面窥见戴

爱莲探索中国舞蹈的思想踪迹。文中不仅提到民

族舞蹈的宝贵性和挖掘的必要性， 还谈到在劳动人

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舞蹈动机的思考， “如嘉陵江

上的纤夫、 蒙古沙漠的驼商、 路工的锄头、 雄壮的

万里行军都是动人的素材， 而且充满着民族精

神”［14］。文章强调从人民群众鲜活的生活样态中寻

找舞蹈的动机与精神内核， 这一创作思想在今天看

来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1945 年， 戴爱莲、 叶浅予与彭松三人前往西部

少数民族地区采风。1946 年， 戴爱莲与学生整理了

从广西、 西康、 新疆、 西藏等大后方各地所收集的

舞蹈素材， 并与重庆育才学校师生和藏族、 维吾尔

族同胞共同举办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从当时

刊发的评论文章中可见， 在这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

演出中， 由戴爱莲创作的极具生命力与跃动感的维

吾尔族女子双人舞《青春舞曲》最受观众喜爱， “从

观众的反应看来， 对新疆土风舞的欢迎最强。这是

什么道理呢？或许是新疆土风舞以两位姑娘舞蹈

和歌声， 更容易凸现在观众面前， 引起观众感情上

的共鸣……中国的边疆与民间正保有着无限的艺

术形式， 待我们去开掘和发扬”［15］， “让人民在它身

上看到了自己，而又为人民所欢喜所亲近”［16］。

戴爱莲对中国舞蹈的最高期望就是民族精神

的体现， 而吴晓邦将其推崇的“新舞蹈艺术”也称之

为“民族舞蹈”， 与戴爱莲的舞蹈发展理念不谋而

合。吴进一步提出，当时的中国舞蹈缺乏传统的根

源， 内容贫乏， 所表现出的民族生活是枯燥的， 缺
乏艺术性的［17］。因此， 二人致力于破旧立新， 以期

创建中国的新舞蹈艺术。戴爱莲逐渐从挖掘少数

民族的舞蹈素材入手， 将其提炼转化为民族舞蹈艺

术样式； 而吴晓邦则聚焦现实题材创作， 用现实主

义舞蹈艺术作品为民族复兴推波助澜。可以说， 处
于抗战大后方的民族舞蹈新形式探索也是抗战舞

蹈精神的一种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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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02 期） 走向自觉：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舞蹈创作话语建构史述（彭小希等）

3　形塑大后方抗战舞蹈话语的内驱力

在抗战舞蹈创作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道路

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是形塑这一“自觉”意

识的内驱力。其主要通过了两种途径： 一是意识形

态上通过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策略， 对进步舞蹈家发挥思想领导作用；二

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影响与领导下， 对
进步舞蹈家的基本生活起到必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这一时期，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在重庆通过

《新华日报》 《群众》等杂志向大后方文艺工作者宣

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 坚持团结、 坚持进步的

方针， 传递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及党的文艺政策。同时， 南方局一直关怀和扶持

大后方的抗战文艺创作， 引导文艺工作者开展必要

的理论论争， 以利于抗战舞蹈活动沿着抗日民主的

政治方向和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行。吴晓邦、 戴爱莲

在大后方的抗战舞蹈创作， 经历了最初因使命感与

责任感而生出的自发性选择， 其后都不约而同地受

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感召， 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清晰并

坚定其创作主旨与形式， 形成了抗战意识的创作自

觉， 完成了从“进步舞蹈家”到“革命舞蹈家”的

转变。

抗战时期，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刻关

怀爱护吴晓邦、 戴爱莲等舞蹈家们， 并在生活上施

以帮助， 在危急时刻妥善安排， 在创作上予以引

导。 1940 年夏初， 经宋庆龄亲笔书信引荐， 戴爱

莲、 叶浅予到重庆寻求周恩来的帮助与指点。周恩

来认为戴、 叶二人“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延安大

得多”［18］169， 引导其继续留在重庆。自此， 戴爱莲成

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 周恩来与邓颖超也常

到重庆抗建堂观看戴爱莲的演出。这些生活交往

细节， 不无为戴爱莲此后开启采集大后方少数民族

舞蹈资源、 创造民族舞蹈艺术之路予以思想铺垫。

同一时期， 在周恩来的授意、 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

的安排下， 吴晓邦、 盛婕于 1941 年 3 月在重庆曾家

岩 50 号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不但关心吴、 盛二

人的创作、 生活与安全问题，还请吴晓邦为红岩嘴

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上课并到场观摩， 后
由周恩来安排二人到达延安。吴晓邦在自传中曾

写道： “在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后， 我们的生活好像

才有了依托， 使我们在工作中焕发出更大的革命热

情来。”［4］48

3. 1　建立统一战线的召唤

“七七事变”后， 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向国民党作出四

项基本保证，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抗日的

迫切要求。1937 年 10 月 17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

于开展全国救亡运动的指示草案》明确指出， 党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与教育群

众。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动员、 组
织各阶层群众投入全面抗战运动， 整合了全民族的

抗战文化意识， 这不但赢得了广大民主进步人士的

赞誉， 并且为抗战舞蹈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

泉。  “新舞踊表演会”中的一个新创作品《合力》是

由吴晓邦编导， 吴晓邦、 戴爱莲、 盛捷三人共同表

演的小舞剧。吴晓邦设定了“资产阶级”（戴爱莲

饰）、 “无产阶级”（盛捷饰）与“日本侵略者”（吴晓邦

饰）三个人物形象， 传达了唯有国共合作、 携手同

心才能合力抗敌的主题。作品不但呼应了观众对

“力”的需要， 更向世人传达出“合”的重要性。该作

品作为“新舞踊表演会”的压轴节目引起了观众的

强烈反响， 《新华日报》刊载的舞评写道：“这一舞剧

里 更 给 予 了 伟 大 的 启 示 ， 合 力 则 生 ， 不 合 力 则

死！”［9］该作品不仅是三人“合力”研讨、 开拓中国新

舞蹈艺术的代表作， 更反映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国

共合作、 齐心抗敌策略的坚定拥护。

3. 2　开发边疆意识的引导

为了抵抗外来侵略、 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

国共产党提出了“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战”⑤的口号。

团结全国各民族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 是抗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的核心思想。中共

民族平等政策不仅是各民族地位上的平等， 更强调

各民族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等各领域的平等， 
只有实现民族平等才会有民族团结。得益于陶行

知的支持与鼓励， 1945 年初， 戴爱莲计划深入大后

方少数民族地区采集边疆舞蹈。陶行知建议其到

舞蹈资源丰富的藏族地区， 因此戴爱莲于 1945 年

起几度进入藏区， 创作了《巴安弦子》 《春游》 《甘孜

古舞》 《弥勒佛》等藏族舞蹈， 并牵头于 1946 年 3 月

在重庆青年馆举办了那场引起巨大轰动、 产生深远

⑤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 年 8 月）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
原则下，共同抗日。”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553、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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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舞蹈是一个民族生

命活力最生动、 形象、 凝练的体现， 戴爱莲将这台

节目中的舞蹈称作“真正的各民族歌舞”， 并将其视

为“民族自尊的具体表现”［19］131。虽然“边疆音乐舞

蹈大会”演出已在抗战胜利之后， 但戴爱莲收集边

疆舞蹈、 为中国舞蹈正名的初衷仍是在团结各族、 
共同抗战的整体环境中所怀的救亡图存之心。中

央大学边疆研究会的建恒在《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特

刊》中谈到举办此次演出的目的时， “力”的讨论再

一次出现。此处之“力”不仅是强力， 也是“为国家

民族创造活力”。建恒认为中国的乐舞艺术关涉到

国民体质、 心理、 理想信念的发展， 也影响社会关

系的和谐构建， 忽视乐舞最终将导致国家丧失活力

渐而衰败［20］。可以说， 这是近代以来首次将乐舞的

重要性从个体发展、 社会和谐到国家兴衰存亡层面

进行论述的文本， 有着极具远见性的认知。从这个

层面来看，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从精神内核而言， 
仍然是抗战舞蹈精神一脉相承的延续与显现。

3. 3　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引领

1942 年 5 月， 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

座谈会， 座谈会上毛泽东阐明了文艺要“为工农兵

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 并呼吁文艺要成为“团

结人民、 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21］861的革

命武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直接

指导了新秧歌运动的发展， 也影响了大后方的舞蹈

探索。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非常重视

讲话精神在大后方的传达工作， 并组织当时的文艺

界进步人士进行学习。吴晓邦、 盛捷（1941 年）与戴

爱莲（1944 年）曾先后在重庆育才学校教授舞蹈。

1945 年春， 周恩来特派延安文艺工作者在《新华日

报》⑥社内演出《兄妹开荒》 《夫妻识字》 《一朵红花》

等新秧歌舞剧时， 就经过育才学校联系戴爱莲及舞

蹈组的隆征丘、 彭松、 叶宁等人前往观看。当晚会

临到集体秧歌舞时， 周恩来和几位领导同志“首先

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欢欣鼓舞地扭了起

来。应邀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立不住了， 纷纷插进

队伍去，队伍越来越长， 情绪越来越热烈， 观舞者

的心情仿佛飞到了延安， 在毛主席身边大扭秧歌

了”［22］49。随后，育才学校的师生学习了《讲话》并认

识到新秧歌运动所指明的“大众化”文艺方向， 从而

掀起了育才学校学秧歌、 排演秧歌舞剧的热潮。期

间， 戴爱莲暂停了教授芭蕾舞课， 在学习秧歌的基

础上新编了歌舞《朱大嫂送鸡蛋》（陶行知编剧并作

词、 崔牛作曲）， 学校歌舞组将新秧歌的火种从延

安传到了重庆各地。1945 年 4 月， 该校主办舞蹈表

演会， 戴爱莲、 吴晓邦、 盛婕联合演出新舞蹈节目。

1946 年秋， 学校戏剧组与舞蹈组受进步组织的要

求， 在重庆抗建堂进行了三场影响极大的演出活

动， 使育才学校成为了当时重庆的舞蹈活动中心。

正是“由于育才学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因
而它的创作和演出总是与当时形势紧密配合”［23］88， 
戴 爱 莲 后 来 把 重 庆 育 才 学 校 喻 为“中 国 舞 蹈 的

摇篮”［19］133。

4　余　论

关于舞蹈和抗战的关系， 吴晓邦曾在 1941 年

的《中苏文化》杂志“抗战四年来之新文艺运动特

辑”中， 以《在抗战中生长起来的舞踊艺术》为题公

开发表了个人观点， 这篇文章的写就时间正是其居

于重庆见到周恩来的时期。可以说， 该文是吴晓邦

身处大后方“历史现场”总结 1937 年至 1941 年抗战

舞蹈思想的重要论述。发表该文的《中苏文化》杂

志实际是在周恩来的部署下由中共党员和进步分

子掌握着领导权的期刊， 在当时起到了与《新华日

报》 《群众》杂志相互配合开展思想宣传的作用。由

此可见， 吴晓邦对抗战与舞蹈之关系的理论凝练在

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与支持下得以传播， 这也为“抗

战舞蹈”的历史书写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证。文中

明晰了几个重要观点： 其一， 在抗战舞蹈肇始的时

间问题上， 吴晓邦认为“我们舞踊工作者从抗战开

始第一年起就开始了我们的活动”［24］， 同时他也意

识到“虽然舞踊家在量的方面非常缺乏， 但这种新

的动的艺术是到处被人爱好着”［24］； 其二， 在新舞

蹈与抗战的关系上， 吴明确提出新舞蹈就是在抗战

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其携带着民族精神、 现实生

活、 新动律的基因， “舞踊艺术在中国爱好舞踊者

的心目中， 已经成为一种人体动的抗战艺术——以

视 觉 上 动 的 艺 术 来 表 现 抗 战 生 活 中 的 波 程 了 。

……它凭借着抗战生活而创造的新的规律的动作， 
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间精神上的联系， 使更能发挥

我们抗战的效果”［24］； 其三， 通过吴的论述可见大

后方抗战舞蹈话语形成的技术路线， 从为抗战戏剧

⑥   重庆 《新华日报》 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为庆祝该报刊创办七周年，周恩来组织了延安的文
艺工作者到达重庆举行新秧歌剧晚会，实则启发国统区进步文艺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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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动作到抗战舞蹈独立创作， 再到人体运动科学

的教育与普及， “把舞踊艺术普遍到全国去， 推动

这 一 个 新 的 运 动 ， 使 其 更 能 配 合 到 抗 战 生 活

中去”［24］。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八十周年之际， 通过回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抗战舞蹈创作， 我们可以看到： 在长达十四年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中， 在全国人民为国家生存而战、 
为民族复兴而战、 为人类正义而战的伟大行动中，

抗战舞蹈艺术应运而生， 它以充满生命力、 战斗

力、 活力与合力的身体呐喊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决

心，成为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 以吴晓邦和戴爱莲为代表的舞蹈家在中

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 尝试创建了既满足抗战

宣传的急需、 符合社会政治时局的迫切要求， 又拓

宽舞蹈艺术表演形式和内容的抗战舞蹈艺术， 深刻

地表现和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谛， 让人民群众对抗

战与舞蹈艺术之间的关系有了直观深切的认知。

大后方抗战舞蹈作为当代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先

声， 不仅为彼时的中国抗战事业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和鼓励， 也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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